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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译场译经是我国近千年佛经翻译的主要形式，在佛经翻译事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译场译经使

佛教经典得以保存，增进了信众对佛经义理的理解，涌现并培养出了大批翻译人才，促进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形

成和发展，对汉语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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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的翻译历史上，佛经翻译占有十分重要

的位置。 在近千年的佛经翻译过程中，译场译经是

其主要形式，译场在佛经翻译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 因此，要研究我国佛经翻译的历史，对佛经翻

译的译场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一　 译场译经的历史概述

中国佛教史上的译经事业，始于东汉末的安世

高。 安世高系安息僧人，于桓帝建和（１４７—１４９）年
间来华，至灵帝建宁（１６８—１７１）年间的 ２０ 余年之

间，译出《安般守意经》、《明度五十校记经》等 ３０ 余

部、４０ 卷佛经［１］。 稍晚于安世高的月支国僧人支娄

迦谶和三国时期的支谦，也先后译了 《般若道行

经》、《般舟三昧经》、《阿弥陀经》等数十部佛经。 其

时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还不长，传播还不很广，所翻

译的佛经也只是来到中国的胡僧所能够背诵及随身

携带的经卷，有什么就翻译什么，没有多少选择的余

地，也说不上有什么周密的安排与计划。
西晋时期（２６５—３１７）的竺法护曾随师游历西

域诸国，后携带大批胡本佛经来到长安，翻译佛经

２０ 多年，译出《正法华经》、《方等泥洹经》、《光赞般

若经》等 １５０ 余部佛经，是至此译经数量最多的佛

经翻译家。 此时佛经翻译的方式，已经具有译场的

雏形。 译经在固定的寺庙进行，有主持人，有分工明

确的助手。 东汉至西晋是我国佛经翻译的初期。 在

这段时期，虽然到中国的译经僧的人数不少，也翻译

出了相当数量的佛经，但佛经的翻译还只是民间小

规模的私人事业，没有官方的参与。
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到东晋初年，传播时

间已有 ３００ 余年。 统治者看到了佛教对维护、巩固

自己的统治的好处，也开始信奉并提倡佛教，佛经翻

译也从民间的私人事业转为官方的有组织的活动。
官办的译场开始正式建立，译经的数量和质量都大

幅提高。 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朝廷的扶持，译经成

为国家的大事，朝廷甚至还常常下拨一笔相当数目

的款项来支持译场的译经活动，译场译经的翻译形

式得以进一步发展。
东晋十六国时期（３１７—４２０），前秦皇帝苻坚信

佛。 他聘请中外名僧，组建译场，开始有组织地进行

佛经翻译。 当时东晋名僧道安在襄阳从事佛教活

动，苻 坚 久 慕 道 安 名 声， “ 方 欲 致 之， 以 辅 朕

躬” ［２］１８１，遂于前秦建元十五年（３７９）发兵 １０ 万，攻
陷襄阳，将道安带至长安。 公元 ３８０ 年，道安主持长

安译场，聘请外国僧人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

澄等前来翻译佛经。 在道安弟子僧念、僧睿、僧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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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嵩等的协助下，数年间译出《四阿含暮抄》、《婆须

蜜》、《增一阿含经》等佛教经典共百余万言。 此为

中国佛经翻译的官办译场的开端。
后秦君主姚兴笃信佛教，比苻坚更甚。 后秦弘

始三年（４０１），姚兴打败后凉，将滞留在凉州 １０ 多

年的天竺高僧鸠摩罗什迎请到长安，并在长安逍遥

园建了规模宏大的西明阁，专为鸠摩罗什译经之用。
姚兴为鸠摩罗什派去僧肇、僧略、僧邈等 ８００ 余名助

手，自己还亲自参与译经。 加上前来学习、观摩、讨
论的僧俗信众，在鸠摩罗什先后主持的逍遥园和大

寺两个译场中，参与的人数最多时达到 ３０００ 之众。
译出《大品般若经》、《法华经》、《金刚经》、《阿弥陀

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 ７０ 多部 ３００ 多

卷佛教经论。
南北朝（４２０—５８９）时期，南方和北方的各个割

据政权的君主大多信佛，极力扶持佛教，佛法大兴。
南北两方都广设译场，翻译佛经，出现了求那跋摩、
求那跋陀罗、菩提流支、真谛等一大批佛经翻译家。
其中印度高僧真谛所取得的译经成就最为引人注

目。 真谛在梁、陈之际来到中国，先后在浙江、江西、
福建、广东等地组织译场翻译佛经。 在宝琼、法太、
慧恺、僧宗等的协助下，２０ 多年间翻译了《十七地

论》、《摄大乘论》等 ６０ 多部佛教经论。
隋朝的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都笃信并大力

提倡佛教，在 ３０ 多年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旧经修治，
并且设置了翻经馆，进行佛经翻译活动。 隋朝译出

的经论及佛录等，总共有 ６４ 部 ３０１ 卷。 在隋朝从事

佛经翻译的翻译家有天竺僧人那连提黎耶舍、阇那

崛多和中国僧人费长房、彦琮等。 其中的中国僧人

彦琮精通梵文，在长安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两个

译场主持佛经翻译，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在译场译

经中担任译主的第一位中国僧人。
唐朝（６１８—９０７）是我国封建时代政治、经济、

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鼎盛

时期，佛经翻译的事业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唐朝出

现了我国历史上佛经翻译的巨匠玄奘，还出现了不

空、义净等佛经翻译大师。 唐代的译场，特别是玄奘

在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和玉华宫所主持的译场，组
织更严密，分工更细致，译经也比以前有更强的计划

性。 唐朝封建经济的高度发达在译场建设上也有相

应体现。 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６４８）建造的大慈恩

寺译经院极其富丽堂皇，唐代译场的软件和硬件都

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唐朝佛经翻译的兴旺时期主要是在太宗贞观到

德宗贞元年间（６２７—８０５）。 在这段时期，玄奘、义
净、不空等译经大师在长安、洛阳等多处译场共译出

佛经 ４２８ 部，合 ２４１２ 卷。 贞元以后，译场译经的高

潮已过。 后再经唐武宗李炎的会昌灭佛和五代时期

（９０７—９６０）后周世宗柴荣的灭佛，佛教受到重大打

击，译场译经的活动也基本上停顿下来。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９８２），宋太宗赵匡义在开

封太平兴国寺建立译经院，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官办

译场的佛经翻译活动。 北宋的译场译经活动从太平

兴国七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神宗元丰五年（１０８２）。
在这大约 １００ 年的时间里，先后主持译场翻译佛经

的有印度僧人天息灾、施护、法贤、法护和中国僧人

惟净、慧询等，共译出佛经 ２７０ 部，８２１ 卷，数量相当

可观。 宋神宗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废译经院，元丰五年

（１０８２）罢译经史、润文官，宋代的官办译场的译经

活动至此结束。 宋代的太平兴国寺译场是中国最后

一所官办佛经译场，宋代译场的结束标志着中国译

场译经活动的彻底终结。
二　 译场译经的运作方式与特点

中国从东汉到北宋持续近千年的佛经翻译，大
多是以译场译经的形式进行的。 不管是道安之前的

民间译场，还是之后的官办译场，其运作方式都具有

一些共同点，但不同时期的译场又各自具有一些自

己的特点。
从历代译场的组织与分工情况来看，早期较为

粗疏，晚期逐渐细密，大体上以隋为界。 隋以前的译

场译经，一般先由译主读出原经，再口译为汉语，由
笔受逐一记录下来，然后再校订。 如果译主是不甚

通汉语的胡僧，那就得增加传语一职，其职责便是将

译主读出并讲解的梵文或胡文原经口译成汉语。 最

后，译出的佛经还须根据原文仔细校勘之后方能成

为定本。 而隋以后的译场，组织分工比早期的译场

细致严密得多。 例如唐代译场的职司就多达 １１ 种。
一是译主，为全场主脑。 精通华梵，深谙佛理，遇有

疑难，能判断解决。 二是证义，为译主的助手。 凡已

译的意义与梵文有何差殊，均由他与译主商讨。 三

是证文，或称证梵本，译主诵梵文时，由他注意原文

有无讹误。 四是度语，根据梵文字音改记成汉字，又
称书字。 五是笔受，把记下的梵文字音译成汉文。
六是缀文，整理译文，使之符合汉语习惯。 七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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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有无歧

义。 八是刊定，因中外文体不同，故每行每节每章须

去其芜冗重复。 九是润文，从修辞上对译文加以润

饰。 十是梵呗，译文完成后，用读梵音的法子来唱

念，看音调是否协调，便于僧侣诵读。 十一是监护大

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３］１４７－１４８。
宋代译场的组织制度基本上沿袭唐代，但分工

更为合理、制度更为严密，宗教气氛更加浓厚。
从译场的运作方式来看，隋以前的译场规模较

大，人员较多，但译经效率较低；而隋以后的译场规

模较小，人员较少，但译经效率较高。
隋以前的译场译经最突出的特点是“讲译同

施” ［４］，译经与讲经同步进行。 以后秦的译场为例。
译经时鸠摩罗什法师手持佛经梵文原本，一边将其

口译成汉语，一边反复讲解，同时，在场的人员也提

出各种问题，与之进行辩论。 译经的过程，实际上也

是讲经、辩论、释疑的过程。 译主不仅要译经，而且

还要讲解、阐述佛经中的奥妙，发挥其中的精微。 译

主如果不是像鸠摩罗什这样的精通佛学的大师，实
在难以胜任这一重责。 由于译场又是开放性的讲经

学府，因此前来听讲经的僧俗信众很多，译经就像开

讨论会，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跟译主进行辩论。 这

种作法造成了译场组织的混乱，而对佛经翻译本身

的帮助实际上并不大。 “讲译同施”的译经方法在

隋之前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僧俗信众

对佛教义理的理解和掌握还不够深透的时候是必要

的。 通过讲经，信众对佛经蕴含的义理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但“讲译同施”的译经方法也大大地降低了

译经的效率。
隋以后的译场不再采用“讲译同施”的译经方

式，而改用由少数专家组成译场翻译佛经的方式。
此时佛教的汉语话语系统已经形成，佛理已被许多

僧俗信众理解，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了。 此外，高效、
精简的小型译场也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干扰。 译场

将与佛经翻译关系不大的讲经、辩论等过程分离出

去，从而使得整个译经工作分工严格、合理，组织严

密、紧凑。 这种由专家组成的小型译场大大提高了

佛经翻译的效率。 同列四大佛经翻译家， 鸠摩罗什

有助手 ３０００ 人，共翻译了 ３００ 多卷佛经，而玄奘仅

有助手 ２３ 人，却译出了 １０００ 多卷佛经。
三　 译场译经的作用和影响

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译场译经在佛经翻译事业

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

影响。 这些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保存了佛教经典。 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

外来宗教。 传入中国后，经过历代中外佛经翻译家

近千年的努力，翻译出了在人类文化史上少见的浩

如烟海的佛经典籍。 佛教 １３ 世纪在其发源地印度

基本消亡，那些写在贝多罗叶上的梵文佛经原本也

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损坏亡佚，因此佛教的经典主要

是依靠译本而流传至今的。 中国的译场译经活动在

保存佛教经典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增进了信众对佛经义理的理解。 “讲译同

施”的译场译经方式虽然降低了译经的速度，但通

过译主的讲解与释疑，参与译经的僧俗信众的质询，
提问和辩论，澄清了问题，辨明了佛理，译场内对新

译佛经的内容和蕴含的佛理有了较深刻的理解，避
免了对佛经的误解和谬种流传。

（三）涌现并培养出了大批佛经翻译人才。 支

娄迦谶、支谦、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真谛、彦琮、
玄奘、义净、不空、天息灾等都是主持译场翻译佛经

的大师。 他们在译场从事佛经翻译活动的同时也培

养出了僧念、僧睿、僧导、慧嵩、僧肇、僧略、僧邈、宝
琼、法太、慧恺、僧宗、嘉尚、法宝、僧圆测等翻译人

才，使他们之后的佛经翻译事业后继有人。 北宋时

期的天息灾还充分注意到培养外语人才的重要性。
他在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向朝廷上书，建议在京城

选拔 ５０ 名儿童，学习梵文，以储备翻译人才。 宋太

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从 ５００ 名儿童中选出 ５０ 名送入

译经院学习，后来其中的惟净、澄珠、文一等人均学

有成就，并参与了译场译经。
（四）促进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前秦道安主张直译。 梁启超认为，道安“乃其论译

事，务主质朴。 质而言之，则安殆主张直译之人

也” ［５］２７５。 道安提出了译经的“五失本”，“三不易”
之说。 他指出，在将佛经从梵文译成汉语时，有五种

情况允许译本与原文不一致：“译胡为秦有五失本

也：一者，胡言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

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
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复，或三或四不嫌

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

词，寻检向语，文无以异，或一千或五百，今并刈而不

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将更旁及，反腾前词，
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同时，他认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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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有三方面是不容易做到的：“智经三达之心，覆
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
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载之上微言，
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

久，尊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虽千年而以近

意量截，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是，
岂将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 ［６］８０－８１ 王秉钦

认为，五失本是“反映了译家在‘译梵为秦时’，充分

认识到两种语言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作的变

通”，而“三不易则反映了译家译梵典的难易观，反
映了译家对古梵文和古圣先贤的玄奥哲理洞入幽

微，能究深隐，化难为易。 可以说五失本、三不易正

是道安的翻译辩证法思想的科学体现” ［７］１０。 此外，
自汉至晋，翻译出的佛经已经很多，但传经人的名字

尚无人著录，结果后人便弄不准各经传来的时代和

译经人的姓名。 道安有感于此，便汇集诸经名目，标
明传译者，注明新旧，撰成《经录》。 这在中国还是

首例，为后人开了先河［８］３５。
后秦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张意译。 正如梁启超

所说：“凡什公所译，对于原本，或增或删，务在达

旨。” ［５］１８５鸠摩罗什认为，梵文辞体华美，可以配以音

乐诵唱，但直译入汉语后，译文虽然还能保存原义，
却失掉了那份美感。 经中偈颂，本应配合音乐吟唱，
但直译成汉语，则好似嚼饭给人吃，非但没味，而且

令人恶心呕吐。 鸠摩罗什译经不但要译出原意，同
时还力求文字通俗化，兼富优美文学色彩。 《法华

经》是一部佛经，也是一部极富文学趣味的书，书中

的寓言是世界文学中最美的寓言。 鸠摩罗什翻译的

《法华经》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风格，译本的读者完

全可以体会到原文的语言特点。 他的译本已成为中

国佛教翻译文学的名著，流传至今［９］。 此外，鸠摩

罗什还主张译者署名，以负文责。
隋朝的彦琮在其所著《辩证论》中提出“八备”：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禅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

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

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
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
其备五也；眈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

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

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１０］２９彦琮的

“八备”说在我国第一次较全面地论述了译者本身

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问题，对译者的品德修养和学

识水平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对我们今天

的翻译工作者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 正如汤用彤先

生所指出的：“凡此诸项，即执以绳现代之翻译，亦
为不刊之言。” ［１１］７６

唐代的译经大师玄奘主持译场翻译佛经 １０００
多卷。 他不但把佛经从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
子》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翻译成外文

介绍到国外的中国人。 玄奘主张直译和意译的完美

结合，在佛经翻译中将直译与意译运用到了炉火纯

青的地步。 梁启超评价说，“若玄奘者，则意译直

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５］１８８。 玄奘在译经中

还熟练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和假借法等翻译技

巧。 他认为佛经的译文既应忠实准确，又应通俗易

懂。 同时，玄奘还对佛经翻译定下了“五不翻”的原

则，认为有五种情况不宜意译而宜音译：一、秘密故，
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簿伽”，梵具六义；
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

故，如“阿缛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

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１２］１。
玄奘的“五不翻”原则，详细规定了佛经翻译中

音译的应用范围，对于我们今天在翻译工作中恰当

应用音译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五）译场译经对汉语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随着许多佛教经典的译出，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词语

进入了汉语词汇。 我们今天使用的成语有许多来自

佛经翻译。 例如：天花乱坠、不二法门、不可思议、盲
人摸象、作茧自缚、随机应变、心心相印、现身说法、
五体投地、心花怒放、昙花一现、三生有幸等［１３］１７３。
这些随着佛经翻译而进入汉语词汇的成语已经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语。 隋唐两代是译场译经

的鼎盛时期，据统计，仅在这段时间里，翻译佛经所

新创的词汇与成语，就达数万之多［１４］。 在译场译经

过程中创造的新词汇，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促进了

人们的思想交流，在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

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了给汉语注入新的词汇，丰富汉语的表达手

段以外，译场译经还对汉语的句式结构发生了影响，
推动了汉语向口语化的方向发展。 佛经翻译没有采

用汉魏六朝时期文人普遍追求的绮丽的骈文句式，
而引入了梵文中的倒装、设问、解释等句型。 汉译佛

经中几乎看不到“之”、“乎”、“者”、“也”、“焉”、
“哉”之类的文言虚词，却可以找到不少汉语口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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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把”、“着”、“了”、“便”、“就”之类的词语。
这些汉语书面语的新型句式结构促进了唐人传奇、
宋人评话和明清白话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在我国长达近千年的佛经翻译活动中，译场译

经一直是其主要形式。 不论是早期的民间译场，还
是后来的官办译场，不论是隋以前集讲经与译经于

一体的大规模译场，还是隋以后的专家型的小规模

译场，译场译经在佛经翻译的事业中都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 译场译经不但完成了浩如烟海的佛教

经典的汉译工作，而且在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的形

成和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译场译经还

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手段，促进了汉语的发展。 佛经

翻译成为了我国翻译史上三大高潮的第一个高潮。
佛经翻译的译场是我国佛经翻译历史的重要构成部

分，要研究我国佛经翻译的历史，就不可不对译场翻

译佛经的过程和形式及其作用和影响进行探讨，而
译场译经的翻译形式在我们今天对译者的素质培

养，以及在翻译工作中的组织分工和步骤安排等方

面也是不无启发和借鉴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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